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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為因應此一新興議題，本研究旨在藉由探討藥物濫用理論及國內外藥物教育課程現況與趨勢等，以瞭解其缺失，並進一步提出新的課程模式。

國內外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早期以傳遞藥物對人體傷害之生物訊息為主；中期加強問題解決等行為，及壓力之心理調適；後期以社會預防理論為基礎，增強社會技能抗拒同儕壓力。

上述課程皆為較片面的教育模式，並未統整各層面，尤其忽略心靈層面的核心價值，使成效受限。為改善此缺失，研究者從弗蘭克（Frankl）的意義治療概念，統整過去生物、行為、心理、社會等各層面，融入心靈層面，並以生命教育中的靈性、生命意義為核心，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期許此新模式，可作為日後學校及行政機構在藥物濫用防治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執行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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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青少年階段是由兒童成長至成人的過渡時期，在這段期間，青少年對自己、對生命常產生疑惑與困擾、缺乏自信、重視同儕團體，又由於個體的快速生長發育，容易情緒不穩定而有叛逆性（Erikson, 1968）；青少年為人生中最關鍵的階段，如果發展不順利，將會影響以後人生各期心理社會危機之克服，如果無法發展正向的人格，則很容易受同儕影響而迷失自己，也正是藥物濫用者生涯的關鍵時期。
近年來，國內青少年的菸、酒、檳榔、藥物濫用情形急速增加（林美玲，1989；周碧瑟，1997；胡海國、陳珠璋、葉玲玲，1989；姜逸群、黃雅文、黃春太，2002；張鳳琴，1992；鄭斐芬、李景美，2002），而吸食強力膠、安非他命或毒品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李景美、張鳳琴、賴香如、李碧霞、陳雯昭，2002；周碧瑟，1997；翟福全，1991）。
根據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新近統計資料，歷年學者所做之年輕族群藥物濫用流行病學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用藥盛行率，以高職生和大學生較高，其次為高中生，再次為國中生；而青少年用藥種類比例順位，從民國91年開始連續幾年，搖頭丸（MDMA）均蟬連第一順位，取代了自民國81年以來，安非他命占第一排名的地位（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2010a、2010b）。
近幾年來，從安非他命，搖頭丸MDMA（3,4-亞甲雙氧-甲基安非他命），PMMA（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到2C-B（4-溴-2,5-二甲氧基-苯基乙基胺）等，各種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問世，戕害無數青少年的健康與心靈。青少年的藥物濫用行為，除了對個人、家庭，甚至對社會、經濟等，皆有深遠的影響。藥物濫用不僅只是藥物的問題，更是社會的問題，需要社會大眾付出更多的關懷（陳漢瑛，2005、2006）。

由上可知，國內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已成為社會問題，然而，我們是否準備好妥當的防治教育（藥物教育）？國內學校的正式課程中，並沒有藥物教育，我們該如何面對此一新興的教育議題？

本研究首先介紹藥物濫用理論，說明青少年的藥物濫用行為；其次，分析與檢討國內外藥物教育課程從過去到目前的發展趨勢，以瞭解整個藥物教育課程的狀況與問題缺失。最後，並從Frankl之意義治療概念進一步提出新的思維：以生命教育中的靈性、生命意義為核心，規劃一個新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期許這個新的模式，可作為日後藥物濫用防治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執行時之參考。

貳、藥物濫用理論

有關青少年的藥物濫用行為，無法以單一理論（模式）說明，成功的藥物教育課程乃基於許多藥物濫用行為的理論而發展出來。茲介紹幾個重要的藥物濫用理論：
一、問題行為理論（Problem Behavior Theory）：

此理論由Jessor與Jessor（1977）所提出，強調兒童早期社會適應行為的發展，對於往後學齡期的行為表現，扮演重要的關鍵地位。兒童早期的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r）或不健全行為（dysfunctional behavior），可以預測青少年時期的藥物濫用行為。該理論探討各種對青少年造成問題行為（包含不負責的性行為、抽菸、飲酒…等）的成因，這些行為有許多是被成人接受，但在青少年中卻是被禁止的，於是這些行為被青少年視為是邁向成熟的象徵 （McGuire, 1991）。當青少年有從事某種問題行為（如少年犯罪）的傾向時，日後也很有可能傾向從事其他的問題行為（如抽大麻）。問題行為理論提醒我們在了解藥物濫用的成因之前，必須先了解問題行為的成因、並且處理問題（Jessor, Donovan, & Costa, 1991）。
二、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此理論由Bandura（1977）所提出，強調人類行為是介於個人認知、行為與環境因子的持續性相互影響而來。藉由觀察（observation）、模仿（imitation）或楷模（modeling）他人之行為，並整合他人對於情境的回應（正增強、鼓勵，或負增強、處罰等），而塑造出自己的行為。  
根據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青少年經由觀察、學習而模仿心目中楷模人物的行為。因此，不論是父母的抽菸喝酒（也許只是為了放鬆心情）或是親密同儕的抽菸喝酒吸大麻（也許只是為了增進人際關係）等行為，很容易成為青少年的重要學習模仿對象（Murphy & Price, 1988），而易受同儕壓力的青少年和藥物濫用有極高的相關（Dielman, Campanelli, Shope, & Butchart, 1987）；許多研究皆顯示青少年菸、酒、大麻使用行為的最強預測因子是同儕與父母的用藥行為（Bahr & Marcos, 1995; Barnes, Barnes, & Patton, 2005; Chen & Waigandt, 2009; Olds & Thombs, 2001）。國內研究也指出同儕與家人對菸酒檳榔與成癮藥物之態度、信念與使用行為，是影響青少年用藥行為的關鍵性主因（李景美、苗迺芳、黃惠玲，2000；李蘭、晏涵文、劉潔心、關學婉、季瑋珠、林瑞雄，1992；陳漢瑛，2008；張欣萍、高淑貴，2000；張鳳琴，1992；葉美玉、黃松元、林世華、姜逸群，2002；楊雪華、陳瑞容、李蘭、柯姍如，2003；簡莉盈、鄭泰安，1995；Chen, 1995）。 
三、認知及社會預防理論（Cognitive and Social Inoculation Theory）：

認知預防理論（Cognitive Inoculation Theory）（McGuire, 1964, 1968）認為青少年可以經由「預防」（訓練保護性的生活技能），以避免屈服於不良同儕影響及家庭壓力而致用藥。就如同在醫學上的疫苗接種，使人們在暴露於感染病原之前，先接觸極少量減毒的感染病原（vaccine, 疫苗），而產生保護性的抗體。

社會預防理論（Social Inoculation Theory）（Evans, et. al., 1991）是由認知預防理論延伸而來，強調社會的影響，如社會的態度、信念都會對青少年造成壓力，而使她/他們抽菸、喝酒或使用藥物。根據此理論所設計的藥物濫用防治教育計畫，引導學生面對使用藥物的社會情境，然後教導抗拒壓力的技巧（社會拒絕技巧，Social Refusal/Resistance Skill）。例如：訓練青少年抵抗同儕壓力，或於學校、課堂等公開環境中，藉由公開的承諾，強調自身對於藥物拒絕的信念，而抵抗社會壓力。
四、階段理論（Stage Theory）： 

此理論由Kandel（1980）提出，說明介入（intervention）計畫應該配合青少年身心發展階段來設計，亦即需要考量藥物濫用預防教育的介入時機。也就是說，這些計畫必須提及青少年那時正想要解決的特別身心發展問題。

青少年的發展任務有許多，包括建立自我認同、培養依附關係、從單純的家庭依附關係，培養出面對不同處境的能力、選擇行業，以尋找社會接納。青少年在面對發展任務建立時是不安的，因此，認為壓力的紓解是那時期最主要的課題，而藥物濫用就成為青少年尋求自我解放的方式之一。男女青少年皆有可能以藥物濫用作為壓力紓解的方法，分別以酒類、菸等作為藥物濫用的開始。
根據階段理論，藥物濫用的初始模式為：若能減少青少年對較輕微物質（如菸、酒等入門藥gateway drugs）的使用，就可以避免其他後期藥物（如古柯鹼、海洛英等）的使用機會。

五、用藥信念理論（健康信念模式與理性行動論）：

根據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Rosenstock, 1974），青少年缺乏對藥物使用後果嚴重性的認知（perceived seriousness），而導致藥物濫用行為；另外，根據理性行動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Fishbein & Ajzen, 1975），個人的態度（personal attitude）與社會規範（subjective norms）對藥物濫用的信念會影響青少年的用藥行為。Chabrol、Massot及Mullet（2004）研究美國高中生大麻使用行為，得到用藥信念（容許自己用些藥物）是主要的預測變項；而同儕對飲酒規範的認知，也影響青少年的飲酒行為（Olds & Thombs, 2001; Strunin, 1999）。

六、生物-心理-社會理論（Bio-psycho-social Theory）：

生物-心理-社會理論強調互動性的重要，即個人與其內在和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除了同儕影響，該理論強調家庭、社區，特別是學校，對青少年用藥行為有極重要的決定性（Kumpfer & DeMarsh, 1985）。

另外，有學者Kumpfer與Turner（1991）由此而發展出社會生態學模式（Social Ecology Model），根據此模式，造成藥物濫用的主要成因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壓力，特別是與學校有關的壓力。當青少年在學校感受到壓力或不愉快時，他們也許會翹課，尋求不良同儕的慰藉，尋求刺激，以逃避壓力。該模式也指出低學業成就的自我效能是造成學校相關壓力的主因，當青少年懷疑自己的學業或技能是否足夠、或感覺學校是個有壓力、無益的環境時，她/他們可能就會與不良同儕接觸甚至有藥物濫用的危險。

社會生態模式認為如果青少年能夠參與家庭、社區活動，與家人、他人互動，並賦予存在價值，就能夠培養出對家庭、社區的正向向心力，個人於家庭、社區間長久的友善互動、成員間持續良好的支持、讚美，更是培養正向向心力的重要的關鍵。
綜合上述理論，歸納出影響青少年藥物濫用行為的重要因素包括：被青少年視為是長大與成熟象徵的問題行為；親密同儕與家人的用藥態度、信念與行為（使用藥物的社會情境）；面對身心發展任務建立時的不安而尋求壓力紓解、刺激與自我解放；缺乏對藥物使用後果嚴重性的認知及社會規範對藥物濫用的信念；在學校感受到壓力、不愉快及日常生活的繁瑣壓力，尋求不良同儕的慰藉而致用藥等。 

以下將根據前述的理論，審視目前國內外藥物教育課程的發展趨勢。

叁、國內外藥物教育課程的發展趨勢

藥物濫用防治教育（藥物教育）的課程，可有效改變青少年的用藥行為，及降低青少年藥物或毒品的使用量（Hansen, 1992; Tobler, 1992）；而藥物教育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做好安全而合宜之生活型態決定（life style decision）（Students for Sensible Drug Policy, S.S.D.P., 2009）。 
藥物濫用之防治分為三級：第一級為防範於未然，訂定預防性、發展性的藥物濫用防治課程及常態性教學與活動，預防藥物濫用行為的發生;第二級則鎖定高關懷群個案之篩選、轉介評估與輔導；第三級為屬於危機處理階段，處理已經發生藥物濫用行為的個案，結合醫療資源，協助戒治（教育部，2005；Eisenman, 1993）。在青少年階段，應著重於第一階段的防範，也就是預防性的藥物教育課程。

茲先就國外藥物教育課程的發展趨勢，分述如下：

一、國外藥物教育課程的發展趨勢

 (一) 過去的課程取向
藥物教育的發展是多樣變化的歷史，藥物教育較早是開始於對酒類的節制教育，此形式的藥物教育，高峰期是在1920年代於美國推展。而1940至1950年間，此類完全以禁止（Prohibition）為主的節制教育計畫漸漸的被捨棄，原因在於完全以知識為基礎的藥物教育課程無效，反而會鼓勵青少年因好奇心而引發親身嘗試的動機（Beck, 1998）。
於1960年間，藥物教育轉向提供事實資訊取向（information approach）的教育，提供有關藥物傷害人體的生理資訊（生物層面），建立學習者對於藥物的使用產生負面態度與恐懼，但此種提供事實資訊的恐嚇技巧，也已被證實無效 （Kinder, Pape, & Walfish, 1980）。
    1970年間，美國提倡「情感激勵方案」（Affective programs），以增強「個人發展」的方式，如：增強問題解決及作決定等行為（行為層面），以及抒解學業壓力、人際壓力、生活壓力的心理調適（心理層面），來減緩藥物使用，此減害（harm reduction）模式雖被運用於加拿大、歐洲和澳洲等地，但是在改變用藥行為之成效上卻沒能被證實（Hansen, 1993），主要是此情感激勵方案之目標應該是要阻止青少年的藥物使用，但卻用其他不相關的指標來評估其成效（Dielman, 1994）。
(二) 九O年代以來迄今的課程取向 

九O年代的藥物教育課程是基於社會影響的模式，如Bandura（1977）的社會學習理論以及McGuire（1964, 1968）的認知/社會預防理論，這些理論認為青少年的藥物使用行為，主要是來自社會的壓力，如：媒體、同儕、甚至是對自己理想形象與現實的落差。為了抵抗這些壓力，在青少年尚未使用藥物之前，就應該先介入「預防」，訓練青少年保護性的技能，即以「增強抵抗同儕壓力」（社會層面）為目標的藥物教育。
上述這些以社會預防理論為基礎的藥物教育課程，是讓青少年學習生活技能（Life Skills Training, LST），訓練社會拒絕技巧。這類以社會預防理論為基礎之藥物教育課程被許多國家所採用，玆分述如後：

1. 美國

大型而有名的藥物教育課程如DARE（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藥物濫用拒絕教育），其特殊之處是有警察等執法人員的協助，該課程於訓練警察人員時，也同時培養其藥物教育的素養。此外，全美有大約50%的區域性學校，參與此藥物教育課程。此課程強調社會技能的發展與互動式的教學模式，藉由大力的行銷推動，鮮明的節制訊息，並將藥物教育與執法做很好的連結。然而，若無執法人員的幫忙，只靠社會技巧是無法達到預防藥物濫用的效果 （Dusenbury, Falco, & Lake, 1997; Ennett, Tobler, Ringwalt, & Flewelling, 1994）。

2. 日本
日本在藥物濫用防治教育採行的課程也是採用這類生活技能學習的藥物教育課程：藥物相關知識、以法律脅迫或恐嚇青少年吸毒的後果、培養自我肯定及學會拒絕的技巧。其實就是以「生活技巧的養成」為基礎之藥物濫用防治教育課程。生活技巧課程內容強調做決定、問題解決、創造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有效溝通、人際關係、同理心及情緒管理的能力，來健全學生的自尊（石川哲也，2006）。藉由學生的自覺、內省來強化做決定、面對問題的能力，使其勇於向毒品說「不」！
3. 澳洲
澳洲於1974年，在雪梨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 LEC, 1974），就是以「生命教育（即生活技能學習）」對抗「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為宗旨，透過學校和社區的結合，協助減少青少年菸、酒、非法藥物之濫用，及濫用後的傷害。另外，提供不同課程，協助學生發展自信的技巧。從幼稚園開始，進行多元模式的教學活動；小學五、六年級的教學設計為訓練青少年抗拒同儕使用藥物的壓力，以及傳授藥物濫用後的生理反應等相關知識；中學的課程則是針對暴力、愛滋病，以及少年懷孕之預防。此外，生命教育中心（LEC）也和學校、家長及當地社區合作，提供藥物教育課程，以「社交能力」和「社會影響」的方法，讓學生有機會於真實的社交環境中，和家人及朋友練習預防的策略、或溝通談判和拒絕的社交技巧，藉由角色扮演、猜謎、討論等方式來促進學習的效果。
然而，澳洲實施多年的融入生命教育（即生活技能學習）之藥物濫用防治教育課程，雖然所費不貲，但是對於青少年的菸、酒、成癮性止痛劑（如鴉片、嗎啡）等藥物濫用之預防，成效不彰（Hawthorne, Garrard, & Dunt, 1995），究其原因為教學策略、課程設計與師資等配套措施都不夠完備。 

上述這類以社會預防理論為基礎的藥物教育課程，其教學策略如社會拒絕技巧訓練，若只是於課堂中重複作演練，而不考慮學生所面對的家庭與生活真實困境（如：家庭經濟窘困、生活壓力、家人關係疏離、不良同儕、生活缺乏目標、心靈空虛等），不增強學生的自我肯定能力，那麼這些在課堂上所學習的生活技能，不見得能改變學生在實際生活情境中之應對，因此，這些課程很難發揮藥物濫用預防之成效。

二、國內藥物教育課程的現況與檢討

從前述國外藥物教育課程之不同階段發展取向，反思國內，在青少年藥物濫用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是否有適合於青少年的藥物教育課程？國內藥物教育課程的現況又如何？茲説明如下:

(一)學校沒有正式的藥物教育課程
目前學校正式課程中，並沒有「藥物教育」這個課程名稱。僅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七大主題軸（生長發展、人與食物、運動技能、運動參與、安全生活、健康心理、群體健康）中，第五個主題軸「安全生活」有延伸出與藥物教育部份相關的能力指標，包括（教育部，2006a）：

5-1-4認識藥物及其對身體的影響，並能正確使用（國小一、二、三年級）；

5-2-4評估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 （國小四、五、六年級）；

5-3-4演練拒絕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的有效策略，並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國中七、八、九年級）。

學校教師根據上述不同年級（學習階段）所需達成的這些能力指標，參酌校園學生文化、學校環境與社會時事，設計相關的藥物教育課程。由學習主題順序來看，先由正確使用藥物的認知與態度來奠定基礎（5-1-4），接著引導學生對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的評價，並培養拒絕危害的態度（5-2-4），最後演練社會拒絕技巧，且將堅定的拒絕信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5-3-4）。
由此可知，國內在健康與體育領域中與藥物教育相關之能力指標，也是採用國外以社會預防理論為基礎的藥物教育課程，如社會拒絕技巧的訓練。

(二)政府機構推動的藥物濫用防治課程
1. 教育部推動的藥物濫用防治課程

教育部（2006b）學生軍訓處所辦理的「春暉專案」，行之有年，涵蓋全國各學習階段之學校，包括小學、國中、高中、大專院校等。舉辦的活動多為：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學生演講比賽、海報展示、漫畫比賽、尿液篩檢、邀請名人至校園代言反毒宣傳、參訪毒品戒治所等（李樂樂、陳漢瑛，2007）。 
另外，為防治藥物濫用情形年齡向下蔓延，教育部（2008a）定期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豐原院區）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春暉專案暨校園安全業務研習課程」。研習參加人員包括校長、輔導主任、導師等，研習課程內容主要包含：瞭解青少年藥物濫用趨勢與教育部因應對策、如何提升防治工作宣教成效、校園毒品查察技巧、實例分享、三級預防輔導支援體系的建構要領，資源整合，及參訪調查局毒品陳展館或毒品戒治中心等研習課程。

2. 衛生署、法務部推動反毒宣傳與研習課程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每年持續辦理反毒宣傳活動，請公眾人物代言、培訓反毒種子學生、反毒宣傳動畫設計等，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管制藥品組網頁及其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2010c、2010d）並提供新聞稿、研究結果、統計資料、毒品圖片、毒品對身體危害的介紹等，提供社會大眾與學生自由瀏覽與下載，以增進對藥物的瞭解及拒毒防毒的策略。
另外，法務部（2006）保護司也派有專人於校園作法治教育巡迴宣講的措施，並安排於各級學校作毒品法令宣導或毒害教育的研習課程等。

綜合上述，國內的藥物教育，整體而言，在學校雖然沒有正式課程，但政府各單位都致力於辦理各類研習課程、推動反毒政策、宣導法令，然而，政府花了這麼多的經費，到底對青少年用藥的認知、態度、行為，是否有改變的成效（李樂樂、陳漢瑛，2007）？實在應該好好檢討與評估這些課程，到底能不能打動青少年的內心？未來，國內的藥物教育課程究竟又該朝怎樣的趨勢來發展呢？ 

肆、建構新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

綜合上述，從過去以來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都較偏於片面取向的方案或課程，如：授與藥物對人體傷害知識（生物層面）、學習壓力調適（心理層面）、訓練社會技能與人際互動等拒絕技巧（行為層面）、學習不受媒體、家人、同儕等影響（社會層面）之藥物教育課程，各層面間並沒有作有機的統整，前述較偏於片面個別之傳統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如圖1。


[image: image1]
圖1 傳統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較偏於片面個別的層面，缺少心靈層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就如同目前國內針對藥癮的防治與輔導，只是從醫療與法治的層面做探討，忽略了吸毒者的內心價值與生命態度的調整，因此，既使吸毒者接受了精神科治療，也接受了戒治所的處遇，然而，當期滿後回到社區的現實生活當中，仍免不了會淹沒在世俗社會似是而非的亂流之中。因此，反毒的宣導與治療應該納入生命教育（蔡佩真、束連文、陳理、劉民和，2002）。未來，藥物教育的課程，更應該朝著納入生命教育的方向努力。 

以下分別介紹：一、生命教育概念；二、生命教育深層基礎-Frankl意義治療法之理論與實務；三、生命教育與藥癮戒治-以戒酒、戒毒匿名會自助團體之成效為例等，作為本研究建構新的藥物教育課程（融入生命教育）模式之基礎。

一、生命教育概念

生命教育廣義來看，就是所有的教育；狹義而言，在於陶冶個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鄭石岩，2006）。
對於生命教育，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論述。張光甫（1995）認為生命教育的內涵為：慎始教育─性教育、持中教育─生活教育，與臨終教育─死亡教育三者；黎建球（2000）認為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的核心，生命教育在提示人從有限走向無限的價值，開拓人在有形之外的價值，進而接受生命的無限可能，發展生命的力量，達成生命的目標；黃德祥（2000）認為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概念為「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教育，包含了「宗教」、「生理健康」、「志業（生涯）」、「生活（道德）」、「生死」等五種取向；吳庶深、黃麗花（2003）認為國內生命教育的課程規劃包括了宗教、身心健康、生涯、倫理與死亡等五種取向；孫效智（2000）從概念詮釋的向度探討生命，以為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的教育，涵蓋人生哲學、宗教教育（包括生命意義、目標與理想的探問與追求）、與道德教育（成熟的道德思維與擇善能力的培養）；鄭石岩（2006）認為生命教育的六個重點為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成長、生命的實現、生命的倫理、生命的興致與快樂、生命的意義。
而生命教育中以Frankl意義治療法的理論較為深層，意義治療主要是處理靈性（spirituality）的問題。在傳統的藥物濫用防治教育中，以生物-心理-社會理論（Bio-psycho-social Theory）為主，忽略了靈性的精神層面，使效果受限。若能導入Frankl意義治療法的靈性層面於藥物教育課程，預期能提高藥物濫用防治之效果。
以下先介紹Frankl意義治療法的理論基礎，然後檢視其所提出之生命意義、心靈性精神官能症等靈性層面與藥物濫用之間關係的實徵研究，作為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的藥物教育課程之佐證。
二、生命教育的深層基礎－Frankl意義治療法之理論與實務

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是由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1905~1997）根據存在主義哲學觀，加上其個人在集中營經歷人生極殘酷的親身體驗所創立的。茲將其理論說明如後（何英奇，1987、1990；Frankl, 1959, 1962, 1978, 1981）：
(一)Frankl意義治療法之理論
1.人類存在的特徵

(1)人的存在具有三個層次，即身體（somatic）、心理（psychic）與心靈（spiritual or noetic），其中以心靈層次為最高。

(2)自由：人雖不能免於生物、心理或社會上各種條件之限制，但是面對這些限制，人可以保有選擇的自由，決定要順服於它，或要抵抗它（Frankl, 1967）。

(3)責任：Frankl認為人是自由的，但強調責任重於自由，人有責任去實現個人生命的獨特意義；每一個人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來答覆生命的意義（Frankl, 1959, 1967）。

(4)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自我超越意指人能超越生物、心理層次的限制而進入心靈層次，自由地追尋其生命意義，並進一步負起責任加以實踐 （Frankl, 1967, 1978）。

2.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

意義治療法的理論基礎是一種生命的哲學，有三個互相連鎖的基本信念 （Frankl, 1967）：

(1)意志的自由（the freedom of will）：人在生物、心理與社會的世界中並不自由，但人可以超越這些限制而進入心靈層次。在心靈的層次裡，人的意志可以決定要屈服於這些限制或對它挑戰，此即為意志的自由。

(2)求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Frankl認為人類的基本動力是求意義的意志，不是追求享樂、權利與自我實現。當一個人追求意義的意志遭受挫折後，才會轉向追求快樂、權利作為補償。人愈追求快樂與權利，愈會遭受挫敗。

(3)生命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生命的意義具有主觀性和獨特性，因人、因時、因地而隨時改變。Frankl（1959, 1967）認為人可以透過實現三種價值而發現生命的意義，這三種價值分別為：創造性價值（如樂於工作）、體驗性價值（如感受愛、沈醉於藝術的美感）、態度性價值（面對不可改變之命運所持的轉化態度）。

3.苦難與死亡的意義及其接納

意義治療法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僅可於「工作」或「價值體驗」中發現，也可從「受難」中獲得。如同尼采所說的「參透為何，迎接任何」正是最佳的註腳。依Frankl的存在分析觀點，死亡屬於命運的一部份，是每個人必經之路，假如長生不死，可能延緩行動與抉擇，而使「現在」沒有任何行動、抉擇與負責的必要。就是因為人有死亡，在「人生苦短」的壓力下，反而更能增加其責任去把握目前的每一時刻而強化個人意義的追尋與生命意義的實現。

生命的短暫（死亡）並無損於生命的多彩多姿，人在過去所做的一切均不能被抹煞，過去就像一個儲藏室，把實現過的「可能」皆安置於內，永遠留存在那裡，所有存在的都不會消失，而是存放在過去之中，沒有人能從「過去」取走任何東西。這種賦予「過去」正面的價值，多少可以抵銷個人對老化與死亡的恐懼，並進而從中發現生命的意義（Frankl, 1967）。
4.心靈性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is）
Frankl認為人類最原始的動機力量是「求意義的意志」。當求意義的意志受挫後，人會感到無聊與厭煩，對生命產生懷疑，此即為「存在的空虛」（existential vacuum），進一步引發「存在的挫折」（existential frustration）。存在挫折很嚴重的人會導致「心靈性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is），它不同於心因性精神官能症（Psychogenic neurosis），因前者起源於心靈難題、道德衝突或存在性空虛（Frankl, 1967）；遭遇存在挫折的人，往往藉酗酒、賭博、吸毒、犯罪來彌補其心靈的空虛，今日社會的危機與亂象即源自於心靈的空虛（Frankl, 1959）。
意義治療法在幫助當事人發現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增進其責任感去尋找機會，以實現創造性、體驗性與態度性等三類的生命價值，使其獲得統整，進而有助於藥物濫用、成癮的預防與治療。

(二)Frankl意義治療法對藥物濫用者的防治成效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證實意義治療法對藥物濫用者的防治有成效，如：Gerwood（1998）應用Frankl「存在的空虛」理論，幫助藥物濫用者以有意義的活動來取代藥物，彌補其空虛的心靈；而Wood與Hebert（2005）研究發現在「生命意義感與生命目的量表」得分與「藥物或酒精濫用行為」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由此顯示靈性或生命意義可以保護青少年預防藥物或酒精濫用行為；另外，Nam（1994）研究生命的目的、存在的焦慮、無力感與酒精/藥物使用之關係，基於Frankl的意義治療概念，認為缺乏生命意義與生命的目的會導致偏差行為與心理問題，此研究結果發現若生命目的感愈低、存在焦慮及無力感愈高，則可有效預測酒精/藥物的使用；Burns與Smith（1991）以Frankl意義治療概念，作為支持性/教育性的介入基礎，評估藥物與酒精依賴者的靈性安適感（spiritual well-being），發現其得分與介入活動呈正相關。Brian（1998）使用詮釋現象學方法探討酒癮者受苦的生活經驗，發現苦難可視為生理、心理、社會和心靈挫折的循環。酒癮者會出現強烈的生理依賴、羞恥與罪疚的症狀的後遺症，此後遺症也暗示下次酒癮的循環發作。透過敘說個人的故事，召喚先前苦難記憶，發現可以成為酒癮者增權賦能（empowerment）和激發的力量。
上述實徵研究顯示，心靈層面的生命意義與藥物濫用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可作為有需要將生命教育心靈層面融入藥物教育課程之佐證。
三、生命教育與藥癮戒治：以戒酒、戒毒匿名會自助團體之成效為例
戒酒匿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簡稱A.A.）與戒毒匿名會（Narcotics Anonymous，簡稱N.A.）等互助團體，主要是由復原者與正陷於酒癮或藥癮者共同組成，在團體中由復原者見證往昔酒癮、藥癮之痛苦，及彼此提出其改變成功的明證。透過成員相互支持、照應，使酒癮者加強意識自己問題所在，增強自我力量，成功克服成癮問題。
Chappel與O’Connor（2004）指出A.A.與N.A.的「十二步驟方案」（12-step program）重視心靈與信仰層面，曾有效地幫助數百萬酒癮、毒癮者。此十二步驟方案強調「行動」，其防治原則包括：誠實地承認自己的成癮行為、謙卑地向上蒼懺悔、以愛來補償犯錯、透過祈禱與默想獲得靈性察覺、藉由服務他人（藥癮者）找到生命意義等。

台灣基督教戒癮相關民間團體如晨曦會、沐恩之家、主愛之家等均為類似的團體，課程內容包括收容、自助、宗教、靈性、勞動、技訓等方式。國內的其他相關團體，甚至包括部分佛教團體在山林道寺間推動的沙浴、瀑布排毒方法等，也具備類似功能（朱日僑，2008）。

綜上所述，戒酒及戒毒匿名會之防治成效斐然，提供了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於藥物教育課程的良好模式。
四、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的藥物教育課程新模式


由Frankl的意義治療，以及戒酒、戒毒自助團體（A.A.與N.A.）之「十二步驟方案」治療原則可得知，藥物教育中不能忽略靈性層面，而Frankl的意義治療理論提供了藥物教育的深厚哲學基礎：那就是需要將生命教育中的靈性層面融入藥物教育。因此，完整而全面性的藥物教育課程模式，必需統整過去藥物教育課程的片面如生物、行為、心理、社會等各層面，並以靈性（生命意義）為核心的新模式（見圖2）。


[image: image2]
圖2 融入生命教育心靈層面的藥物教育課程新模式
（統整生物、行為、心理、社會、心靈等層面的藥物教育新課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圖2的藥物教育課程新模式顯示，除了統整生物、行為、心理、社會、心靈等五個層面外，必須加強生命教育（心靈）以提昇深層的靈性生活，來預防青少年的藥物濫用。依Frankl的意義治療法，可透過實現三種價值：創造性價值（服務人群、投入興趣的志業）、體驗性價值（接近大自然、文藝鑑賞、生命敘說）、態度性價值（面對逆境、轉化心情、承擔苦難）而發現生命的意義。本研究據此而提出下列提昇靈性生活、重建生命意義的具體課程/活動藉供參考，作為防治青少年藥物濫用之實踐基礎：
(一)創造性價值的具體課程/活動

1.服務人群（擔任志工與參加服務學習課程）
透過服務人群的過程（如關懷、服務弱勢兒童，到醫院當志工等），讓學生在關懷他人的生活困境時，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雖然不是最好的）；而博愛無私的奉獻（如捐款、下鄉服務等），更可以發揮人溺己溺的助人胸懷，而提昇靈性生活。
2.投入興趣的志業

學校提供多元智能的生涯探索課程，讓學生在資訊、語文、運動、美勞、設計、音樂、戲劇等不同領域，找到自己的方向，投入心智，發揮才華，使心靈充實，而提昇靈性生活。

(二)體驗性價值的具體課程/活動

1.接近大自然（欣賞大自然）

    生命源於大自然，從觀察大自然的變化，如：春夏秋冬、日出日落、花開花謝等；及自然界的多樣貌，如：不同色彩、丰姿的植物，不同風俗的地理環境，不同節氣與時令的四季天候等，體驗大自然中生命的奧妙與差異的必然性，而從這些差異中，學習接納異己、尊重生命。「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此事古難全」，有了對大自然的體認，當生活遭遇變故時，不易受到打擊，堅信生命歷程如同大自然的變化，寒冬終會過去，暖春即將到來，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無奈與不圓滿；因此，對大自然有了體察，就不會以追求物質為主要生活目標，也不易受同儕的偏差引誘，或受藥物誘惑。簡言之，藥物教育需要透過潛移默化的大自然/生命體驗教育來實施。
2.文藝鑑賞

(1)詩詞歌賦、琴棋書畫
Frankl認為個體可以從體驗世上的真、善、美，而賦予生命意義，如：沈醉於人文與藝術的美感。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都可說是創作者心靈深處的體現，對生命、環境、人事的感懷，除了有怡情養性的功能，並能傳遞理念，尋求共鳴（鍾美玲，2005）。當青少年遇到不良同儕時，不會受誘惑藉助藥物（外在物質）彌補不安空虛的心靈；藉由文藝鑑賞活動，使心靈沉澱，能抗拒同儕壓力，遠離藥物。由上可知，藥物教育也需要透過啟迪心靈，呼喚生命意義的體驗性價值之教育來實施。

(2)閱讀與影片賞析
閱讀能擴大視野，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並以他人的生活經驗作為自己學習的楷模。影片「大象男孩」，敘述罕見疾病孩童如何與疾病共處的故事；繪本「愛泳生命」，敘述唐氏症小孩學游泳參加殘障奧運的事蹟，讓青少年間接體驗在面對艱難困境時，仍能保持熱愛生命的情懷。

3.生命敘說與書寫

美國加州一所高中的真實故事，已改編為影片「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敘說一位認真教學的女老師之生命故事，她帶著有偏差行為 （如打架、吸毒等）的高中生，鼓勵她/他們以日記寫下生活的困擾、暴力等，讓這些成天在街頭遊蕩的青少年，終能靜下而改變（change），寫出影響生命的重大事件。就在記錄生命的同時，這些學生發現了書寫的力量，從潛移默化中導正其生命價值觀，透過生命敘說與書寫，讓學生找到存在的意義，因而改變行為，趨於正向。
(三)態度性價值的具體課程/活動

意義治療法認為人即使在極困苦之情境下，仍可以賦予痛苦意義，發現生命意義。Frankl（1959）提及一位年老且患嚴重憂鬱症的醫師來求助於他，這位年老的醫生因為最摯愛的妻子過世，此後就一直無法克服喪妻之痛。Frankl沒給任何治療，只反問他：「如果您先離世，而尊夫人繼續活著，那會是怎樣的情況？」醫師回答：「對她來說，那是很可怕的！她會遭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啊！」Frankl接著說：「您替她免除了那樣的痛苦，因此，現在您必須繼續活下去及哀悼她，來償付您心愛的人免除痛苦的代價。」這位老醫師終於領悟到他的痛苦是很有意義的，憂鬱症很快就痊癒了，這就是尼采「參透為何，迎接任何」的真實註腳。
另外：安寧病人寫卡片，守護兒女成長；身障者以口足作畫、參加帕運等，這些不幸遭遇者，都能以勇敢正面的態度回應生命的難題（陳錫琦、陳淑香，2006）；青少年藉由這些生命體驗的實例，學習當遇到重大意外事件（如：慢性健康問題、不治之疾、受藥癮控制）時，能從無可遁逃的恐懼與孤寂中，發掘痛苦的意義，找到個人存在的價值，轉化生命的處境，重建生命意義。
除了上述這些提昇靈性生活、重建生命意義的具體課程/活動外，要做好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防治，還必須要有健全而良好的學校與社會輔導網絡來配合，如：導師、專業諮商師、社工師等的協助、高風險家庭調查與通報、家暴通報等等，這些資源相互接觸與合作，形成良好的輔導網絡，透過關愛與心靈啟迪，引導學生從內心反省、覺察、而改變行為，協助她/他們走過人生低潮的混亂階段，而提昇靈性生活。

更重要的是需結合政府和社會公益團體的力量，才能發揮預防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功效。教育部近幾年推動的許多計畫，包括助學貸款、近貧補助、夜光天使點燈計畫、攜手計畫等，使許多中低收入戶、家庭遭遇變故、經濟困難、弱勢、低成就的學生受到政府直接的照顧。由於有社會公益團體的協助，才能使這些計畫逐步實現。尤其「夜光天使點燈計畫」（教育部，2008b）提供免費的晚餐、課輔，一直到晚上九點。如此可避免家境特殊的學童失學，或因為沒有錢支付安親班或補習班費用，鎮日或夜間在外遊蕩，受到不良同儕或黑社會負面影響而產生偏差行為，如：濫用藥物，加入幫派等社會問題。簡言之，就是透過社會公益團體和政府的力量，協助弱勢青少年找到生存之道，燃起希望，維護了基本的生理（飽食）需求，讓學生能靜下來學習課業，並進一步思考深層的人生意義，遠離不良同儕與藥物的誘惑。
伍、結語

由於人類是包含生物-行為-心理-社會-心靈等多層面的有機體，各層面交互影響，而且以心靈為核心。面對當前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傳統藥物教育課程的設計，比較針對個別的層面，而忽略了心靈層面，使成效受限。因此，本研究在綜合與檢討國內外的藥物教育課程發展趨勢後，試圖將過去較偏於個別的生物、行為、心理、社會等層面加以統整，融入心靈層面，並以生命教育中的靈性、生命意義為核心，重新建構一個藥物教育課程的新模式。期盼此新的取向，能作為日後學校及行政機構，在藥物濫用防治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執行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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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to Drug Education:Infusing Spiritual Dimension of Life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on Drug Abus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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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is becoming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Taiwan.  With an attempt to cope with the iss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gure out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drug abuse curriculum, by analyzing current theories on drug abuse and explo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existing curriculum approaches to  drug abuse preven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rankl’s logotherapy,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d a new approach to drug education: infusing spiritual dimension of life education into the drug abuse prevention curriculum.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and social aspec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approach, with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being its center and base. The present study claimed that this new approach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curriculum for both schools and government agency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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